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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扰动是普遍存在的地表动态过程，对土壤发育、养分与污染物迁移、土壤侵蚀及地貌演化均具有深刻影

响。传统研究土壤扰动的方法主要依赖于野外观测、形态学分析或短周期放射性核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些方法虽能

提供有效信息，但操作繁琐，且定量研究仅适用于短时间尺度（近百年以来）。释光测年技术是第四纪研究中常用的

测年手段，可用于确定矿物颗粒最后一次暴露于光照的时间。近年来，随着技术（尤其是单颗粒释光测年技术）的发

展，其在量化近现代至千年尺度的土壤扰动方面逐渐展现出独特优势。本文从释光测年技术的基本原理出发，重点阐

述其量化土壤扰动的方法体系，系统总结该技术在土壤发育过程解析、土壤生物扰动历史重建以及土壤侵蚀—地貌

演化研究中的最新应用进展。最后，本文探讨该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旨在向土壤学界展示这一第四纪测年技术在解

决土壤学问题中的应用潜力，进而推动学科交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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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doturbation is a ubiquitous surface dynamic process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s soil development, nutrient and 

contaminant transport, soil erosion, and geomorphic evolution. Tradition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primarily rely on field 

observations,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r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lived radionuclides, which, while 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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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information, are often labor-intensive, predominantly qualitative, and limited to short-term quantitative studies.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 dating, a well-established Quaternary dating method used to determine the last 

sunlight exposure of mineral grains, has recently demonstrated unique advantages in quantifying pedoturb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particularly by single-grain OSL dating techniques. This review examin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SL dating, elaborates it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pedoturb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its recent applications in analyzing soil formation processes, reconstructing bioturbation history, and investigating 

soil erosion-landform evolution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review discusses the technique’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iming to 

demonstrate its potential for addressing pedological questions and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between 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and soil science. 

Key words: Pedoturbation; Soil mixing; Luminescence dating; Pedogenesis; Soil forming processes 

土壤扰动（Pedoturbation）是指由物理或生物过程引起的土壤混合现象，其常见驱动机制包括冻

融作用、动物挖掘、植物根系生长以及侵蚀—堆积作用等[1]。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地表过程，土壤扰

动通过改变土壤结构、孔隙状况和土层的物质组成显著影响土体的理化性质，并产生多方面的深远

影响[2]。具体而言，它不仅通过混合作用重塑土壤层次结构，直接参与土壤剖面形成演化[1]，还通过

驱动养分与污染物的迁移扩散，深刻影响土壤的生态功能[3]。此外，扰动导致的结构变化也会显著改

变土壤的氧化还原环境及微生物活性，进而调控有机质分解速率和碳封存潜力[4–6]。而从地貌演化角

度看，土壤扰动通过促进沉积物迁移与再分配，也成为塑造地表形态的重要营力[7–9]。 

早在 19 世纪，达尔文在研究蚯蚓对腐殖土的贡献时，便已认识到土壤生物扰动的重要性[10-11]。

然而，由于土壤扰动过程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其定量表征仍面临挑战[12]。传统研究方法主要依赖野

外观测[13,14]、土壤微形态分析[15,16]和短周期放射性核素示踪技术[17-18]。其中，前两种方法虽能提供定

性或半定量的直观认识，但操作较繁琐，且其时间尺度通常局限于现代；而短周期核素示踪虽能有

效揭示现代至百年尺度的扰动特征，但在向更长时间尺度（如千年以上）外推时存在显著局限性[19]。 

近年来，释光测年（Luminescence dating）技术的发展为量化近现代至数千年尺度的土壤扰动特

征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19-20]。本文将从释光测年技术的基本原理出发，重点介绍其量化土壤扰动的

方法，总结该技术在土壤发育过程解析、土壤生物扰动过程重建以及土壤侵蚀—地貌演化研究中的

应用进展，最后讨论该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以期为土壤学界展示这一第四纪测年技术在解决土壤

学问题方面的应用潜力，推动学科交叉创新。 

1 释光测年技术识别土壤扰动的原理 

1.1 释光测年基本原理 

自然界的矿物晶格中普遍存在结构缺陷，这些缺陷可充当天然的辐射剂量计。当矿物埋藏于地

下时，会持续受到宇宙射线及周围放射性元素（如铀、钍、钾）衰变产生的 α、β 和 γ 辐射作用，导

致晶格缺陷中逐渐累积能量（其累积量与暴露于辐射的时间成正比）。当矿物受到光或热激发时，储

存的能量会以发光的形式释放（即产生释光信号）。其中，受热激发释光称为热释光

（Thermoluminescence），受光照激发释光则称为光释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因为后

者是沉积物释光研究的主要方法，下文所讨论的释光测年均指光释光测年。在实验室条件下，通过

精确测量矿物的释光信号强度，可以确定其累积的天然辐射剂量（称为等效剂量，Equivalent dose, 

De）。基于等效剂量与环境剂量率的比值，即可获得矿物的释光年龄[21]： 

年龄（ka）=等效剂量（Gy）/剂量率（Gyka-1）                 （1） 

矿物颗粒在埋藏时累积信号，在曝光时释放信号，这一过程可循环重复，而光释光年龄反映的

是矿物颗粒最后一次曝光以来的时长。自 1985 年提出[22]以来，光释光测年技术经过持续发展，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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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实现单颗粒尺度的 De测试，并已成为测定各类第四纪沉积物埋藏年龄的重要方法[23]。 

石英和长石因其相对良好的释光特性和广泛的地表分布，成为释光测年中最常用的两种矿物[23]。

石英具有抗风化能力强、释光信号晒退效率高和稳定性好等特点[24]。然而，并非所有颗粒均能产生

释光信号，而石英的发光颗粒比例通常较低（1%~5%），这导致其单颗粒测试效率受限[25]。相较而言，

长石发光比例显著更高（>50%），单颗粒测试效率更为理想[12]。而且长石的测年上限（>50 万年）显

著高于石英（10 万年~20 万年）[23]，具有更宽的测年范围。但长石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方面，长石

释光信号的晒退效率低于石英，埋藏前未充分曝光而残留的信号可能导致年龄高估；另一方面，长

石释光信号可能受“异常衰减”（Anomalous fading）[26-27]的影响，导致测年结果偏低[28]。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需综合考量样品特性、测试效率和测年范围等因素进行矿物选择。 

 

注: 矿物颗粒埋藏后接收的辐射来源包括宇宙射线及土体中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 α、β 和 γ 射线（据文献[21]）

（a）。右侧白色通道内以不同颜色的点代表因生物扰动混合的不同层位土体物质。两个黑色圆圈标记了未受扰动和

受扰动的释光样品采样位置，其年龄分布如图（b）和图（c）所示。Note: After burial, mineral grains receive radiation 

from cosmic rays and α, β, and γ rays produced by the decay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in the soil (after reference[21]) (a). The 

right panel illustrates soil mixing by bioturbation. Colored points within the white channel represent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soil layers. The two black circles mark the sampling sites for undisturbed and disturbed samples; their respective age 

distributions are presented in (b) and (c). 

图 1 释光测年揭示土壤扰动的原理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illustrating soil mixing revealed by luminescence dating 

1.2 土壤扰动的释光识别依据 

根据物质来源，土壤母质可分为基岩风化型和沉积型两大类[1]。两类母质对应的土壤剖面释光特

征及扰动识别依据有所差异[20]。 

在基岩风化型母质的土壤剖面中，矿物颗粒由基岩风化面直接进入土体，其释光信号在曝光前处

于饱和状态，故无法提供有效释光年龄。在不考虑外源物质输入的情况下，此类土壤剖面中测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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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释光年龄便可归因于后期扰动事件——即部分饱和颗粒曾因生物活动或侵蚀作用出露地表并曝

光，随后在土壤扰动过程中被再次埋藏，从而重新开始累积释光信号[29]。 

对于沉积型母质的土壤剖面而言，其沉积物母质的释光信号通常在搬运过程中已被（曝光）清除，

沉积埋藏后，在环境核辐射作用下重新累积释光信号。因此，释光年龄记录了母质的沉积埋藏时间，

且随深度增加呈现地层层序特征。土壤扰动通常导致不同层位、不同年龄颗粒的混合。通过单颗粒

释光测试分析各样品的 De或年龄分布，便可以识别扰动的存在[30]（图 1c）。 

2 释光测年技术量化土壤扰动的方法 

2.1 土壤扰动程度 

土壤扰动程度（即单位体积内被扰动的土量）可通过 De 分布的离散度和零剂量颗粒比例进行量

化。在沉积型母质的土壤剖面中，理想情况下，同一样品中的所有颗粒应具有相同特征：它们呈现

均一的释光特性，埋藏前释光信号均被清空，埋藏期间接受相同的环境辐射，且经历相同的埋藏时

长[31,32]。在此条件下，考虑测试误差后，应获得较窄的 De 分布（图 1b）。若样品经历沉积后扰动作

用，不同年龄颗粒的混合会导致 De 分布呈现更离散的特征[30]（图 1c）。 

De分布的离散程度可通过多种指标量化，如相对标准偏差[33]、偏度[30,34-35]、四分位距[36]及离散

度（Overdispersion, OD）[34,37–39]。其中，OD 值特指由非实验因素引起的数据离散，可通过中值年龄

模型（Central Age Model, CAM）[40]计算得出，该模型通过考虑单个 De 值的误差来计算加权平均的

De 估计值。当土壤扰动主导 De 分布特征时，这些量化指标便可作为土壤总体扰动程度的代用指标。

以 OD 值为例，该指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其数值与离散程度呈正相关：未受扰动的母质样品 De分

布的 OD 值约为 30%[41–43]；而在耕作层[37]或受生物扰动影响导致沉积结构破坏的块状砂层中[34]，其

OD 值则可超过 120%。 

土体内部的零剂量颗粒是土壤扰动的另一个明确指标[12,34,35,37–39]。虽然这些颗粒本质上属于 De

分布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其与表层土壤扰动密切相关，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指标单独考量。如原理

部分所述，地表颗粒经日光晒退后，其 De 值接近于零。当这些颗粒被埋藏至地下避光后，会在环境

辐射的影响下重新累积释光信号，对应的 De值也便随着埋藏深度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在此背景下，

土体内部出现零剂量颗粒的最佳解释，便是近期表层颗粒混入该层位，且尚未积累足够的释光信号。

因此，土体中的零剂量颗粒可用于指示近期土壤向下混合的深度范围[12,35]。近期向下扰动的强度可

通过样品中零剂量颗粒的比例进行量化，比例越高，扰动越强烈。例如，Zhang 等[37]对东北黑土剖

面开展单颗粒释光测年后发现：在 20 cm 深度的耕作层上部（Ap1），零剂量颗粒占比高达~50%；随

深度增加，该比例逐渐减小；40 cm 深度的耕作下部（Ap2）降至 16%，60~80 cm 深度的 A/B 过渡

层进一步降至 4%~8%，而在 80 cm 以下深度的母质层（C 层）中则均未检出零剂量颗粒。 

2.2 土壤扰动速率 

确认矿物颗粒的曝光—埋藏与土壤扰动直接相关后，便可用释光年龄获取扰动速率。目前利用

释光数据计算土壤扰动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年龄—深度比值法、对流—扩散模型和概率模型。 

（1）年龄—深度比值法。该方法在基岩风化型和沉积型母质的土壤剖面中均有应用，但其原理

有所差异。基岩风化型剖面中的应用始于 Heimsath 等[29]的开创性工作。他们使用石英单颗粒测量了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处斜坡土壤剖面的释光年龄。由于该剖面发育于基岩风化物，剖面中所有

能给出有效释光年龄的颗粒可直接判定为扰动组分。基于这一认识，他们通过扰动组分的释光年龄

与埋藏深度的比值，估算了土壤扰动的平均速率。然而，Reimann 等[12]认为简单地利用释光年龄（A）

除以深度（D）计算得到的扰动速率难以反映不同深度扰动速率的差异。因此，他们将其称为“表观

扰动速率”（Apparent reworking rate）。为改进这一方法，Reimann 等[12]在研究西班牙一个发育于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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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风化产物的土壤剖面时，提出将表观扰动速率乘以参与扰动的颗粒比例（即释光信号不饱和的颗

粒数占总颗粒数的比例，Non-saturated factor，NSF），从而获得“有效扰动速率”（Effective reworking 

rate, 𝑆𝑅𝑒𝑓𝑓）： 

𝑆𝑅eff =
𝐴

𝐷
𝑁𝑆𝐹                             （2） 

研究结果显示，改进后的扰动速率能更准确地反映其随深度递减的趋势。 

对于沉积型母质的土壤剖面而言，由于沉积物本身具有有效释光年龄，识别扰动组分更加困难，

但以地表堆垛（Mounding）型生物扰动为主的剖面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估计土壤扰动速率。堆垛生物

（如白蚁）会将深层土壤搬运至地表形成堆垛（即土堆）。随后在雨水冲刷下，堆垛物质在地表铺展

开来，形成新的沉积层[2]。这些被生物搬运至地表的物质沉积速率（即沉积年龄—深度比值）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堆垛生物的扰动速率[44-45]。 

（2）对流—扩散模型。借鉴流体力学理论，该模型将扰动引起的土壤颗粒随机位移类比为扩散

过程，而将侵蚀导致的老颗粒向上迁移类比为对流过程。虽然土壤扰动的扩散特征早有研究[46]，但

Johnson 等[47]首次将该模型应用于释光数据并计算了土壤扰动速率。相较于仅能提供平均值的年龄

—深度比值法，对流—扩散模型能够进一步揭示土壤扰动速率随深度的变化特征，如均匀分布[17,48]

或非线性分布[2]。Johnson 等[47]在研究澳大利亚昆士兰台地的土壤剖面时，建立了以下对流—扩散方

程： 

𝜕𝐴

𝜕𝑡
=

𝜕

𝜕𝑧
(𝐷(𝑧)

𝜕𝐴

𝜕𝑧
) − 𝑇

𝜕𝐴

𝜕𝑧
+ 1                      （3） 

式中，A 代表释光年龄，t 表示时间，z 为土壤深度，D(z)为深度相关的扩散系数，T 为侵蚀速率,＋1

表征颗粒埋藏后随时间线性累积的年龄。该研究通过实测石英单颗粒数据，结合大气成因¹⁰Be 计算

的土壤侵蚀速率，系统分析了基岩风化型剖面在不同侵蚀条件下的释光年龄分布模式。分析结果显

示，所研究剖面的土壤扰动速率更符合随深度呈指数变化的非线性分布模式。 

（3）概率模型。最早由 Furbish 等[49-50]引入，该研究指出常规的对流—扩散模型可能不适用于

研究土壤颗粒的运动，因为可用于释光测年的土壤矿物颗粒分布实际上具有稀疏性（Rarefied）和非

连续性（Non-continuum）特征[51]。为此，作者引入概率模型来分析土壤颗粒的随机运动对释光年龄

分布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计算土壤扰动速率的新方法。该模型采用福克尔—普朗克方程（Fokker-

Planck equation），将土壤颗粒运动建模为具有深度依赖性的非均匀二维运动。扰动速率通过一个 Pe

参数进行量化，该参数综合了三个关键因素：颗粒从基岩风化界面进入土体的速度、土体厚度以及

表层扩散系数。 

基于Furbish等[49–51]的研究，Gray等[19]进一步建立了土壤颗粒释光强度的无量纲深度剖面模型，

用以描述土壤颗粒释光强度的系综平均运动： 

𝜕

𝜕𝑡
[𝐿(𝑧, 𝑡)] =

𝜕

𝜕𝑧
[𝑊𝑃(𝑧, 𝑡)𝐿(𝑧, 𝑡) − 𝑘𝑧(𝑧, 𝑡)

𝜕𝐿(𝑧,𝑡)

𝜕𝑧
] +

𝐷𝑅

𝐷0
𝛾(1 − 𝐿(𝑧, 𝑡))      （4） 

式中，L 表示系综平均释光强度，t 为时间，z 为风化基岩面以上的深度，Wp代表系综平均垂直颗粒

运动速度，kz为系综平均垂直颗粒扩散率，DR为土壤的平均剂量率，D0 表示土壤颗粒特征剂量的算

术平均值，γ 为 D0 算术平均值与调和平均值之间的比例常数。通过将该模型模拟结果与全球不同

气候带已发表的土壤剖面释光数据进行对比，Gray 等[19]证实，所有气候带下的土壤扰动速率均具有

深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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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释光测年技术量化土壤扰动的应用进展 

释光技术量化的土壤扰动特征为土壤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下面将重点介绍其在土壤发育过程

解析、土壤生物扰动过程重建以及土壤侵蚀—地貌演化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3.1 重建沉积—成土历史 

不同地区的土壤单颗粒释光研究均表明，现代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存在较高的 OD 值和零

剂量颗粒占比[12,35,37,39]，且这两个指标均随深度增加逐渐减小，并在母质层内趋于稳定，反映了扰动

强度的深度相关性[19]。近地表 OD 值和零剂量颗粒占比较高的这段土体被称为“活跃扰动带”

（Active Reworking Zone, ARZ）。在 ARZ 下部，由于扰动相对较弱，仍可获取可靠母质沉积年龄[37]；

而在 ARZ 上部，强烈的扰动作用致使土壤颗粒经历反复曝光—埋藏过程，通常难以获取母质的原始

沉积年龄[35,37,39]。然而，近期研究发现，通过分析扰动组分同样可以获取沉积—成土演化的有效信息。 

Zhang 等[37]提出了稳定地表与加积地表两种场景下土壤剖面释光特征差异的概念模型。该模型

假设土壤发育期间的扰动特征保持不变。在稳定地表条件下（侵蚀速率≈沉积速率），ARZ 将长期维

持在近地表固定深度范围内，土体持续混合，且混合程度日益加深。因不断接收地表晒退颗粒，其

释光年龄分布中最年轻的组分始终接近于零。在加积地表场景下，ARZ 则会随粉尘堆积向上迁移，

进而使原 ARZ 底部逐渐脱离扰动影响[35]。脱离扰动带的沉积物释光年龄分布整体随时间推移变老，

其中最年轻的颗粒（即原 ARZ 内的零剂量颗粒）的年龄记录了其脱离扰动影响的时间。区别于颗粒

最初沉积后的“埋藏年龄”，该年龄被称为“稳定年龄”（Stabilization age）[52]。 

Gliganic 等[35]在研究澳大利亚风成沙丘活动年代时发现，由于剖面土壤发育导致沉积物受到强

烈扰动，难以直接测定原始风沙沉积年龄。于是，基于加积地表模型，他们通过分析剖面各深度的

稳定年龄来计算沉积物脱离 ARZ 的时间。因为脱离 ARZ 是由地表加积所致，由此便获得了风沙加

积的年龄框架（Aggregational chronology）。同时，其年龄—深度关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表粉

尘的加积速率。这一创新性研究为确定扰动土体的年龄框架开辟了新途径，并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

土[39]、中国东北黑土[37]以及丹麦人为土[42]的形成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除利用扰动组分的稳定年龄建立上部土体的加积年代框架外，扰动组分本身也能提供土壤形成

的重要线索。根据成土因素理论，土壤是母质、气候、地形、生物和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

在温带地区，当气候条件适宜时，植被生长和生物活动增强，土壤扰动也必然较以沉积为主的阶段

更为活跃。尤其是对于黑土而言，其深厚腐殖质层的形成曾被认为与土壤扰动密切相关[37]。因此，

von Suchodoletz 等[41]在研究德国一处被墓葬土丘埋藏的黑土剖面时，将土壤扰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分别作为土壤发育起始时间和剖面埋藏时间的替代指标。由于剖面上部的扰动速率高，扰动信息会

不断更新；相比之下，剖面的下部扰动速率较低，早期扰动信息得以保存。基于此，作者利用黑土

剖面最下部和最上部的扰动组分的稳定年龄分别推断黑土发育的起始和结束时间。结果显示，黑土

在 9~11 ka 前已开始发育。同层位的放射性 14C 测年结果为～8 cal. ka BP，由于 14C 受年轻碳影响，

所得结果偏年轻[53-54]，这也从侧面支持了基于扰动推测的土壤发育起始年龄。类似地，Zhang 等[37]

在研究中国东北黑土剖面时，通过对光释光量化的土壤扰动特征分析发现，剖面自末次冰期以来以

沉积作用为主，约 16 ka 前，土壤扰动强度显著增强，他们据此推测，此时气候开始适宜黑土发育。

该推断也得到东北古环境资料以及典型黑土区封闭体系下的 14C 年龄的支持[54]。 

3.2 重建土壤生物扰动过程 

充填生物洞穴（krotovina）作为土壤生物活动的产物，是研究土壤生物及其生态学意义的良好载

体[55]。此外，历史时期的充填生物洞穴通常保存了珍贵的古环境信息，对于因侵蚀而缺失早期地表

记录的古环境研究尤为重要[56]。再者，土壤生物活动既可能将有机碳埋藏至深层使其得以保存，也

可能将古土壤中的碳搬运至地表而加速其分解[57]。因此，充填生物洞穴具有重要的生物生态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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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碳循环研究价值，而明确其物质来源及形成时代是解决相关科学问题的关键[38]。 

传统方法主要依靠宏观或微观形态对比来识别充填物来源，通过洞穴内物质的 14C 测年确定其

形成年代。然而，当剖面物质组成相对均一时，或剖面有多层形态特征相近的古土壤层时，仅凭形

态特征往往难以准确区分物质来源[55]；而 14C 测年则受限于有机质的保存状况[56]。相比之下，释光

测年技术能够记录扰动组分的年龄及运移方向信息，结合沉积环境背景分析，可为重建土壤生物充

填洞穴的形成历史提供新的研究途径。 

Zhang 等[38]通过系统研究，首次展示了释光测年在这方面的应用潜力。作者以中国松嫩平原北

部一个发育典型充填生物洞穴的黑土剖面为研究对象，对三组生物充填洞穴的洞内外样品开展了系

统的释光测试。释光年龄结果显示，洞外样品呈现出良好的地层层序特征；而同一深度的洞内外样

品则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70 cm 深度的黄色充填物年龄较地层年龄偏老，表明其主要源自剖面下

部；而 80 cm 和 160 cm 深度的两个黑色充填物年龄均显著小于对应深度的地层年龄，指示其物质来

源于表层黑土。通过释光量化扰动程度，并结合沉积环境和剖面形态特征，作者进一步确定这两个

黑色洞穴的形成时间不超过 2.7 ka，且很可能是在一次充填事件中（如生物隧道坍塌）同时形成。 

除了通过充填生物洞穴的系统释光测试研究土壤生物扰动以外，剖面释光年龄的分布特征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生物扰动的模式。当沉积物因生物扰动在三维空间内随机移动（即“扩散”

混合）时，土壤剖面的释光年龄通常随深度呈指数变化[47]。然而，Madsen 等[44]对受到沙蠋（Arenicola 

marina）扰动的潮滩剖面的研究发现，释光年龄随深度的变化呈线性关系，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剖面的

生物扰动更符合“传送带”（Conveyor belt）模式——即物质以点对点方式向上迁移，而非“扩散”

式混合。之后，Kristensen 等[45]和 Sprafke 等[58]对受非洲白蚁影响的土壤剖面释光研究发现，白蚁的

扰动行为也符合“传送带”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仅分析了主要的土壤扰动形式，而实际上，土壤中常同时存在多种扰

动类型。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扰动机制的贡献，van der Meij 等[36]对比分析了两种主导扰动模式（蚯

蚓活动主导的地下混合和白蚁活动主导的地表堆垛）的释光剖面特征，并借助模型模拟尝试量化各

类扰动的相对贡献。虽然当前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仍存在一定差异，但已能揭示基本趋势。

该研究为未来深入探究不同土壤扰动类型的相对贡献及其生态效应奠定了重要基础。 

3.3 重建土壤侵蚀—地貌演化 

土壤扰动能够改变地表物质结构，调节土壤渗透性并促进沉积物运移，从而直接影响土壤侵蚀

速率和地貌演化过程[7,59]。 

传统坡地土壤蠕动（Soil creep）研究主要依赖插入土体的标桩或软管监测[60]，但其空间分辨率

有限，难以揭示颗粒尺度的沉积物运移特征。虽然通过全土层布设标记颗粒可实现微尺度位移测量
[61]，但该方法存在工作量大、效率低的局限性。相较而言，释光测年技术展现出显著优势：一方面，

可通过分析坡脚剖面的年龄—深度关系来估算坡面侵蚀速率[62–64]；另一方面，其单颗粒测年技术利

用土体内的矿物颗粒作为天然示踪剂，能够精细量化颗粒尺度的运移参数，为深入理解土壤侵蚀机

制和地貌演化过程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技术支撑。 

Heimsath 等[29]首次将单颗粒释光技术应用于土壤蠕动过程的研究。作者将土壤蠕动分解为两个

方向的运动，即平行于坡面、向坡下的迁移，以及垂直于坡面的扰动，后者通过石英单颗粒释光信

号得以量化。结果显示，整个剖面中的土壤颗粒曾反复暴露于地表。结合数值模拟，作者证实土壤

蠕动是由颗粒尺度的随机位移主导的扩散过程，而非整体剪切流动。Stockmann 等[65]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他们在利用石英单颗粒释光测年技术研究澳大利亚 Werrikimbe 国家公园内的两个坡地序

列的土壤扰动速率时，假设山坡不同位置的生物扰动特征相同，通过对比坡中和坡脚土壤剖面的扰

动速率差异，计算了坡面物质的侧向迁移速率。不过，后续研究发现这一假设不一定成立[66]。 

Román-Sánchez 等[66]在西班牙一处花岗岩山区的斜坡上，对坡顶至坡脚 4 个位置的土壤剖面开

展了单颗粒释光测年。研究发现，20 cm 深度的 NSF 沿下坡显著递增（坡顶 0.12 至坡脚 0.9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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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斜坡的侧向侵蚀以土壤蠕动为主：土壤蠕动时，因生物扰动而暴露于地表的颗粒被持续搬运至

坡下，导致中间深度的 NSF 沿坡累积；而坡面流等过程会重置释光信号，难以形成此规律。Román-

Sánchez 等[67]进一步利用对流—扩散模型对该斜坡的土壤扰动过程开展定量研究。结果显示，表面扩

散系数（反映土壤扰动强度）在斜坡不同位置存在显著差异——从坡顶的 11.4 mm²a-1 增至坡底的

81.9 mm²a-1。模型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证实土壤扰动对斜坡土壤侵蚀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通过解析

解将释光数据与土壤动力学模型结合，为同时量化土壤扰动和侵蚀—沉积过程提供了新的定量工具。 

van der Meij 等[68]进一步将释光数据与土壤—地貌演化模型结合，提出了 ChronoLorica 模型。该

模型耦合了土壤—景观演化模型 Lorica 与地质年代学模块，能动态关联土壤—地貌演化过程与土壤

颗粒释光年龄的时空变化。同时，该模型还能基于模拟的土壤深度、有机质含量与黏粒含量等属性，

评估剂量率的时空变化，从而为精确量化土壤扰动速率、重建地貌演化过程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4 释光测年技术量化土壤扰动的优势与局限性 

释光测年技术在土壤扰动量化研究中的优势显著：其一，该方法操作简便，直接以土壤矿物颗

粒为研究对象，无需引入外源示踪剂；其二，空间分辨率高，单颗粒释光测年技术可识别颗粒尺度

的扰动特征；其三，时间跨度广，既能通过零剂量颗粒分析现代土壤垂向扰动，也可利用老地层中

的年轻组分追溯历史扰动事件，其时间范围涵盖近现代至数千年尺度。 

然而，该技术的应用也存在一定局限性[69]。首先，单颗粒释光测年需选用粒度较粗（如 >63 μm）

的矿物颗粒，因此不适用于质地偏细的黏壤类土壤。其次，De 分布虽能反映土壤扰动，但颗粒间释

光特性差异、沉积前晒退不均以及埋藏期间微剂量率的空间异质性也会干扰其分布[32]，故在解译扰

动信号前需评估这些因素的潜在影响。再者，释光测年通常假设埋藏期间剂量率恒定，但成土过程

可能打破这一假设：矿物风化会改变颗粒粒径与成分，从而影响放射性核素浓度[70-71]；而淋溶、淀

积及土壤扰动可能导致放射性核素在剖面中迁移。这些过程会引起剂量率的时空变化，因此当前释

光测年在土壤中的成功应用多集中于末次冰期以来在均质母质上发育的年轻土壤，而对于风化强烈

或淋溶-淀积作用显著的土壤，仍难以直接应用。此外还需注意，释光信号对土壤扰动的反映本质上

源于对颗粒埋藏—曝光过程的分析，其信号本身并不能直接对应具体的扰动过程（如生物掘穴或冻

融），解释时须结合土壤剖面的实际特征进行综合研判。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上述释光量化扰动所面临的挑战，目前学界已在积极探索各种解决方案。

例如，通过优化年龄模型以更精准地提取扰动组分[72]；采用 Timepix 像素探测器原位测量 β 微剂量

率[73]，直接评估其对 De 分布的影响；利用长石等时线测年法减少外部剂量率干扰[74]；通过数值模拟

反演剂量率的时空变化[75]；以及借助土壤—景观演化模型（如 ChronoLorica）从物质组成及地表动

态过程综合评估各方面因素对释光年龄的影响[68]。此外，将释光测年方法与其他反映扰动的手段相

结合，也有助于实现多角度、多证据的综合解读，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土壤扰动过程。 

5 结论与展望 

释光测年技术以地表广泛存在的石英、长石矿物为研究对象，测定矿物颗粒最后一次曝光的时

间。随着技术方法的不断改进，特别是单颗粒测年技术和年龄模型的发展，目前已经能够从剖面释

光信号中识别土壤扰动的存在，并量化土壤扰动程度和扰动速率。基于释光量化的土壤扰动促进了

土壤发育过程解析、土壤生物扰动过程重建以及土壤侵蚀—地貌演化的研究。凭借其较高分辨率、

较长时间跨度的优势，释光测年技术正逐渐成为近现代至千年时间尺度上重建土壤形成演化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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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具。尽管目前仍面临一些技术挑战，但通过优化材料选择、推进技术创新以及开展多方法综

合验证，释光测年技术在土壤扰动量化研究领域将持续释放巨大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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